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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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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精准识别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对促进我国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目标具有重要价值。运用不均衡指数、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揭示 2019—2020 年我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格局趋于

集聚分布且空间分异明显，总体呈现以京津与江浙为双核心，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次核心环绕，边境趋冷

的分布态势。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受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多重影响，其中经济水平和交通区位的驱动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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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依托乡村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集休闲娱乐、生态观光、农事体验等为一体的村野旅游形式，在助力脱贫攻坚、

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近年来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井喷式发展，乡村旅游地的主题同质化、基

础设施滞后、土地利用错位、资源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也不断涌现出来，严重制约着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

模式亟待向特色化和优质化转变。在此背景下，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于 2019 年和 2020年先后公布了两批共 1000 个乡村旅游重点

村，并确立了乡村旅游开发和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乡村旅游重点村作为发展乡村特色经济与传

承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具有引领带动作用和典型示范效应，并逐渐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与产业振兴的

重要抓手[2]。 

国外学者较多关注乡村旅游的供给动机与供需矛盾、旅游地运营模式创新、旅游消费模式、旅游风险投资及乡村旅游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3-5]。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视角和学术探讨日益多元。其中，发展路径主要

关注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及优化
[6]
、旅游开发模式

[7]
、问题与对策

[8]
等层面;旅游地类型与空间分布侧重于从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

[9]、景观空间网络与类型[10]等角度展开;旅游扶贫的研究内容涵盖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关系[11]、旅游扶贫模式[12]、乡村旅

游产业扶贫效益[13]、旅游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14]等领域;利益相关者与农户参与主要涉及乡村旅游利益群体构成与利益分配、农

户参与与生计影响、利益冲突与合作等方面[15-17];旅游效应评价集中在乡村旅游竞争力、旅游资源利用、产业特征与旅游效应等

范畴[18-20]。此外，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影响也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研究表明，资源禀赋基础和自然环境条件是影

响乡村旅游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21,22]，而经济水平[23]、交通区位[24]、客源市场[25]、政策导向[26]和运营环境[27]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影

响着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特征与结构类型。 

总体上来看，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乡村旅游进行了广泛探讨，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微观

层面，缺乏从宏观尺度对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机理进行深入探究，将自然与人文要素纳入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整

体研究框架进行考量更是少见。另一方面，现有文献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化的实证方法较为薄弱，且较少考虑地理空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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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本文以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 GIS 空间分析与地理探测器等空间技术方法深入探讨了我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因素，以期为旅游重点村开发建设与发展、乡村旅游统筹管理与决策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不均衡指数 

采用不均衡指数测算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八大分区的分布均衡情况，计算公式为[28]: 

 

式中，S为不均衡指数;n为分区数，具体为东北地区(黑、吉、辽)、北部沿海地区(京、津、冀、鲁)、东部沿海地区(沪、

浙、苏)、南部沿海地区(闽、粤、琼)、黄河中游地区(陕、晋、豫、蒙)、长江中游地区(鄂、湘、赣、皖)、西南地区(桂、滇、

黔、川、渝)、西北地区(甘、青、宁、藏、新);Y＿i 为第 i 位的累计百分比。S 值越小，表明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各区域中均衡

分布;S值越大，表明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各区域中空间分布越不均衡。 

1.2 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点指数用于判断事物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与分布状态
[29]
，计算公式为: 

 

 

式中，A为区域面积;n为研究区域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数量。 

1.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用于识别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集聚区域，计算公式为[30]: 

 

式中，g(x)表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核密度估计值;n 表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数量;x-xi表示估计点 x 到样本 xi处的距离;h 为

带宽;k为空间权重函数。 

1.4 空间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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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全局 Moran'sI指数和Getis-OrdGi
*系数，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31]，计算公式为: 

 

式中，Xi、Xj分别为 i 省区、j 省区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密度;Wij为空间权重矩阵;I 取值[-1,1]。I 值为正，表明存在空间自

相关，即乡村旅游重点村呈集聚分布;I值为负，表示趋于分散;I值为 0，则表示在空间上随机分布。 

1.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主要用于探测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因子解释力采用 q值表示[32]。计算公式为: 

 

式中，L为各影响因素的类型数;n和 nh分别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总数和类型 h内的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σ2和σh
2分别为因

变量在全区和层 h的方差;q为影响因子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的决定力大小，取值范围为[0,1]。q值越大，说明该因子对

于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影响的解释力也就越大。 

1.6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 2019 年(第一批)和 2020 年(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源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https://www. 

mct.gov.cn);空间矢量地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9)1698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

底图无修改;我国 90m 分辨率的 DEM 数字高程数据、河流水系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 

resdc.cn/);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统计年鉴》。 

2 空间分布格局 

2.1 空间分布均衡性分析 

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各区域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图 1)。以胡焕庸线

为界，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呈“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态势，以东占比为 80.60%，以西占比为 19.40%。从东、中、西三大

地带来看，东部地区占比最高，达到 40.40%;西部地区比例次之，为 30.80%;中部地区比重最低，为 28.80%。从八大分区来看，

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分列前三位，占比分别达17.50%、17.10%和 14.30%;其次是北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占比分别为 11.90%、11.50%、9.60%和 9.30%;占比最少的是东北地区，为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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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 

注:底图来自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GS(2019)1698 号，下同。 

本文根据八大分区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统计数据，计算得出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不均衡指数 S 为 0.16。通过我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在各区域分布的洛伦兹曲线(图 2)，发现仅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占比就高达 34.60%，表明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

上呈非均衡分布态势。本文利用 ArcGIS10.2 软件对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了邻近指数计算，发现我国 10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的

最邻近指数为 0.74，进一步说明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呈凝聚型分布态势，空间上表现出显著集聚特征。从八大分区来看，除西

北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外，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状态均为凝聚型，其中北部沿海地区凝聚程度较高，形成以北京市、天津为核

心的凝聚中心，东部沿海地区次之，集聚中心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南部、安徽省西南部、浙江省北部和上海市境内;西北地区和黄

河中游地区由于自然环境较差、经济发展落后且空间差异较大，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在空间上较为分散。 

 

图 2八大分区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洛伦兹曲线 

2.2 空间分布密度 

本文以我国省级行政区作为分析范围，利用 ArcGIS10.2软件对第一、二批以及两批汇总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了核密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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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用自然断点法分为 5类，生成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密度图(图 3)。结果显示，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密度空间分布存在

显著差异。具体来看，第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上形成了两个高密度核心区、两个次高密度核心绵延带和两个次高密度核

心区。高密度核心区位于江浙皖沪交界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北京市、天津市为代表的京津冀地区，核心绵延带主要位于太行山东

侧的华北平原地区、关中平原、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和川黔渝交界地带，两个次高密度核心区分别位于青甘交界的湟水谷地和海

南岛东部地区。除此之外，还形成了 3 个微型核心区，包括以西藏拉萨为中心的藏南地区和新疆天山北麓的准噶尔盆地、辽吉

两省东部的长白山地区。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形成两个高密度核心区、两个次高密度核心绵延带和 3 个次高密度核心区。两

个高密度核心区与第一批保持一致，分别为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核心绵延带主要位于太行山东侧的华北平原、陕西中部、长

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和武夷山地区，3个次高密度核心区与第一批相比增加辽宁东部长白山南麓地区。从空间格局总体来看，我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核密度分析的高值区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在“胡焕庸线”以东，这符合乡村旅游重点村作为休闲观光场所，聚集

在社会经济发展较好和人口更多的东部地区;从地形地貌来看，高值区主要布局在第二阶梯和第三级阶梯，如华北平原和长江中

下游地区;从气候类型来看，高值区主要布局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和温带季风气候区。从降水分布来看，高值区主要布局在年均

降水量 400mm以上的区域。 

 

图 3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核密度分布 

 

图 4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冷热点分布 

2.3 空间分布相关性 

本文利用 GeoDa 软件计算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全局 Moran'sI 估计值为 0.215，正态分布统计量 Z值为 2.633,P 值为

0.008。这意味着，在全局范围内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即乡村旅游重点村密度分布相似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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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空间上倾向于临近。相邻空间单元间由于相互依赖而不再相互独立，点在数量相近区域集中分布，并呈现出高低集聚空间

特征。 

热点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京津地区和江浙沪，次热点区分布于河北、山东、安徽、

福建、江西、海南、宁夏 7 个省区，次冷点区为以陕西、甘肃、新疆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冷点区域为以青海、西藏为代表的青

藏高原、以四川为代表的四川盆地和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热点地区与第一批保持一致，次热点地区为河北、

山东、安徽、福建、海南、宁夏 6 个省区。在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内蒙古自治区跃迁为次冷点区域。从两批乡村旅游重

点村总量来看，热点区域集中在京津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总体来看，乡村旅游重点

村的热点区域始终为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 5 个省市。这主要是因为京津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人

口密集，乡村旅游重点村易于形成集聚状态，而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则因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人口密度小、对外交通不便，乡

村旅游发展较为滞后。 

3 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结合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特点和已有研究成果
[33]
，并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科学性、关联性与可得性，从经济因

素、社会因素、交通因素、文化因素和生态因素 5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由 18个指标组成的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差异影响因

素分析指标体系。本文运用地理探测器对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特征的社会经济成因进行了测度分析，同时结合 GIS 叠

加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影响其空间分异特征的自然因素。 

3.1 社会经济因素 

人口密度、人均 GDP、居民消费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道路密度、湿地面积、公路营运里程均是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

分布特征的主要因素，其解释力大小分别为 0.956、0.852、0.848、0.821、0.715、0.708 和 0.639;其次，铁路营运里程、A级

景区数量、年末人口数、旅游接待人次、固定资产投资额、文盲人口占 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和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的影响

力也不容忽视，其解释力大小依次为 0.490、0.405、0.354、0.252、0.239、0.226 和 0.210。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受到

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从分析结果来看，经济因素对于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整体解释力较大，其次是交通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有着紧密联系。经济水平因素中，人均 GDP、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力最大，因子解释力分别为 0.852、0.848 和 0.821。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

的重要基础，京津冀、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分布较密集的乡村旅游重点村。这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乡村旅游发展越

能得到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越能形成更具竞争力和创新特色的乡村旅游地。同时，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水平和居民消费水

平提升，乡村旅游重点村也能获得更大的市场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规模、质量、发

展方向与模式。 

在社会因素指标层中，人口密度、年末人口数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是影响力最大的因子，分别为 0.956、0.354。在

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聚集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大有利于乡村旅游重点村获得广泛的客源市场，

有利于乡村旅游重点村旅游开发与发展壮大。同时，在人口素质方面，文盲人口占 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和普通本专科在校学

生数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解释力大小分别为 0.226、0.210。人口素质越高的区域，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对旅游休闲场所的需

求也就越大，越有利于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 

交通是乡村旅游重点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开发利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交通因素的整体影

响力仅次于经济因素。道路密度、公路营运里程、铁路营运里程的解释力分别达到 0.715、0.639、0.490。京津冀、东部沿海地

区等乡村旅游重点村集聚区域位于我国交通发达地区，良好的交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产业发展和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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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在交通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闭塞的交通条件阻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壮大。随着自驾游的兴起，良好的交通区位条

件对游客的吸引力越大，游客的游玩时间也会延长。同时，交通越便利，与城市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越能获取更大的客源市场，

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更有利。 

文化因素是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的重要依托。在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文化环境中，A级景区数量、旅游接待人次、主

要文化和旅游机构数的 q 值分别为 0.405、0.252 和 0.196。不难发现，A 级景区数量对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影响最大。核密度

分析结果表明，江浙皖地区和京津冀地区是乡村旅游重点村高密度地区，这两个区域传统吴越文化、燕赵文化浓厚，旅游资源

丰富，旅游景点数量位居我国前列。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少乡村旅游重点村依

托当地旅游景点及传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如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古北口村、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黄龙岘茶文化村分别

依托当地古长城遗址与传统茶文化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差异离不开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因素中，湿地面积对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解释力

较为显著，其解释力大小为 0.708。从乡村旅游发展的特点来看，乡村旅游多以传统农耕文明为载体，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不但

为乡村旅游提供了先决条件，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为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生态基础。因此，湿地面积大小在一

定程度上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3.2 自然因素 

本文利用 ArcGIS10.2 软件，将乡村旅游重点村与我国90m 分辨率 DEM高程数据进行叠加，再利用提取工具，将高程信息按

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提取。具体来看(图 5)，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位于海拔 800m 以下的占比 66.14%，海拔 800—2000m 的占比

为 24.76%,2000m 以上海拔的占比为9.1%。不难看出，海拔较低的区域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密集，而海拔较高的地区乡村旅游重

点村布局稀疏。海拔高程越低，地势相对平坦开阔、对外交通便利、耕地连片集中，适合人口居住和生活，有利于乡村旅游的

发展。而海拔较高的地区，自然环境条件较差、交通不便、对外联系阻碍大，不利于农业生产和人口定居。 

本文运用叠置分析法将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与主要河流进行了空间叠加(图 6)，可知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主要分布于黄河上

游和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流域和珠江中下游流域。河流水系既是村落对外联系的重要交通方式，也可为村落居民提供生活生

产用水。良好的水文条件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还创造了优美的自然景观。因此，河流水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我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空间分布的重要因子。 

 

图 5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区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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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区河流水系 

气候的差异往往决定区域内气温和降水的不同，而气温和降水是乡村旅游重点村农业生产和旅游景观形成的重要因素。由

冷热点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旅游重点村主要集中分布于我国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沿海省市。结合我国气候区划可

知，京津地区与江浙地区位于东部沿海，受来自太平洋的暖湿季风影响，形成独特的季风气候，降水充沛、雨热同期。适宜的

气候条件为农业生产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也促进了独特农业景观的形成，因此成为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主要分布区。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 GIS空间分析方法，对两批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与叠加分析方法，

厘清其空间分布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极不平衡，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

征。东部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较西部地区密集，胡焕庸线东侧占比高达 80.60%。省域层面上，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分布最

为集中。八大区域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较不均衡，地理上趋向集中分布。其中，高密度核心区为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次

密度核心区为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2)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冷热点分布受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空间差异的影响，热

点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主要为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 5省市，而冷点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内陆地区;从两

大批次来看，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范围基本不变，而次冷点和次热点区呈大幅扩展的趋势。(3)我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

受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环境条件的多重影响。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力较大，其中人口密度、

人均 GDP、居民消费水平是主要影响因子;地形、水文和气候等自然因子也在不同程度影响着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结构特征。 

4.2 建议 

为了促进乡村旅游良性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从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潜力、空间布局优化及未来发

展方向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1)挖掘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加快乡村经济产业转型。乡村旅游重点村作为乡村旅游利用开发的示

范和典型，是促进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能够引导乡村旅游业良性健康发展，加大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综合效应

研究和建设支持力度，有利于实现乡村转型、乡村重构、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2)优化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结构布局，合

理配置旅游空间资源。总体来看，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不均衡的态势，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

要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旅游开发利用条件，做好乡村旅游整体统筹规划，加大“多规合一”背景下乡村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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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走新型乡村旅游发展道路。(3)大力构建旅游交通网络，完善各省区乡村旅游配套设施。交通是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

因素，要加大乡村旅游公路网建设，全面提升旅游交通设施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为打造乡村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提供强有力的

交通支撑。同时，加快乡村旅游相关配套设施发展，包括农家乐、乡村民宿、停车场等，全面提高乡村旅游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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